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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作为所有技术问题总机关的基础研究，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从宏观政策方面系统、全面地论述，特别是针对实际行动层面的系统讨论。鉴于此，梳理我国中央和地方出台相关政策，总结得出世界科技强国发展基础研究的六方面共性特征，比较发现我国当前基础研究发展存在组织攻关模式单一、好奇心驱动的研究项目布局不足、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组织管理匮乏、人才发展环境受限、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与开放合作交流受阻等六大问题，基于此提出强化建制化攻关组织模式、设置自由探索式研究项目、制订新管理机制、营造稳定人才成长氛围、探索适合的考核评价制度、完善开放合作机制等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六点对策建议，为促进我国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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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the organ of all technologies. When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intensifies and Key & Core technology problem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the importance of basic research is highligh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basic research and realize the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x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find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shortcomings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such as single organization model, insufficient project layout, lack of management, limited talent development, imperfect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blocked cooperation. The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ix suggestions: strengthening the organizational model, setting up free exploratory research projects, formulating new management mechanisms, creating a stable atmosphere for talent, exploring appropriat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s, and improving the open co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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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演进、新冠病毒感染世纪疫情震荡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以科技竞争力为核心的大国博弈不断加剧，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1]。基础研究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2]。纵观世界科技强国发展史，基础研究带来的科技变革与技术积累往往是提升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前提。“卡脖子”技术难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与经济的正常进步和发展，为此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文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我国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从经费投入、体制机制、科研生态等多方面全力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并明确提出我国要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
“基础研究”一词最早出自范内瓦·布什[3]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报告中指出，基础研究能够产生新知识，提供科学上的资本，创造出知识的实际应用所必须的储备；一个依赖他人获得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不管其机械技艺如何，其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地位。此报告关于基础研究的前瞻性判断，促进美国出台了基础研究的有关政策和举措，使得美国抓住机遇，奠定了其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科技霸主的地位。任正非认为当前我国科研状况正如二战前的美国，虽然拥有全球领先的产业链，但科研资金投入集中于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缺乏对基础研究的足够重视[4]。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已成为上至决策部门、下至科研一线人员的广泛关切，特别是近5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曾明彬等[5]通过分析新时期国际上基础研究的趋势，指出我国基础研究在管理制度上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建议；田倩飞等[6]选取五大科技强国，以“投入-产出-政策”为框架，分析各国基础研究成果的科研投入、产出及相关政策，发现各科技强国均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并就我国加强基础研究提出相关建议；陶诚等[7]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的首要任务，我国必须要积极布局基础研究工作，挑战科学前沿问题，产出更多原创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支撑我国科技强国建设；吴宪宇等[8]基于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人才实力构建实力指数，分析美法日三国基础研究强度，为我国制定基础研究强度目标提供依据；王超等[9]将2014至2019年基本科学指标数据（ESI）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的中美科学家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两国在人才分布、学科领域、隶属机构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我国高水平人才的培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李赞等[10]从外部环境着手，分析我国加强基础研究面临的国际环境及现阶段的主要差距，就基础研究生态体系的构建提出建议；陈峰[11]基于有关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测算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最优投入规模和最优执行结构，并基于此提出基础研究经费管理相关建议。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见，目前已有相关研究大多基于实例分析或与科技强国比较分析的角度来揭示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问题，很少从宏观政策方面着手分析，仍然缺乏针对我国基础研究问题较为系统、全面的整体论述，特别是缺乏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实际行动层面有针对性的系统讨论。鉴于此，为全面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本研究梳理我国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基础，对当前世界科技强国在基础研究中的共性特征进行总结分析，比较发现我国当前基础研究发展现状与不足，基于此提出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对策建议，服务于国家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的实施。
2  我国基础研究政策梳理
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态势愈发激烈，以及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快速提升，我国越来越多的技术实现国际并跑甚至领跑，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来促进更多科学原创发现和科技前沿突破的需求愈发迫切，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全方位、多维度地推动基础研究发展。
2.1  国家层面相关政策
2018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强调要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和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2020年1月，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五部委联合制定了《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提出优化原始创新环境、强化国家科技计划原创导向、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创新科学研究方法手段、强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原始创新能力、加强管理服务等7个方面的具体措施。2020年4月，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六部委联合发布《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提出要优化基础研究总体布局、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深化项目管理改革、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环境和完善支持机制。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应用研究带动，鼓励自由探索；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计划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建立健全符合科学规律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
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基础研究主力军，将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确立为其科技创新的两大中心任务，以期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2021年11月，中国科学院[12]召开全院基础研究工作会议，制定《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基础研究十条’”），围绕战略定位、重点布局、院所改革、选题机制、科研组织、重大设施、人才队伍、科技评价、国际合作和科研生态等10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基础研究的一系列新思路、新政策、新措施。
2.2  地方相关政策
随着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央政策的陆续出台，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快速跟进，基于地方科技发展实际情况制定了若干政策文件。2019年10月，浙江省政府[13]为深入推进创新强省建设，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意见》，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布局、实验室建设、人才队伍、研究交叉融合、开放合作、发展机制与环境等六方面提出19条意见；2021年5月，浙江省科学技术厅[14]发布了《浙江省基础研究发展“十四五”规划》，确定了实施基础研究“尖峰计划”、构建新型实验室体系、培育高能级创新主体、引育高水平人才团队、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等主要任务。2021年9月，上海市政府[15]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在若干重要基础研究领域成为世界领跑者和科学发现新高地为目标导向，从完善布局、夯实能力、壮大队伍、强化支撑、深化合作和优化环境6个方面提出20项任务举措，推动上海基础研究领域实现跨越发展。2022年3月，广东省科学技术厅[16]发布《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 (公开征求意见稿) 》，聚焦包括量子科技、脑科学与类脑、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等13个重点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开展研究，设立由战略项目、重大项目与开放性项目组成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体系，以实现引领国际前沿、聚焦广东重大科学问题与开展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三大目标，围绕体制机制、资金支持、研究平台、学科建设、行业企业、人才队伍、对外合作、生态系统等八大方面制定25条行动举措。
3  科技发达国家部署基础研究的共性特征
世界主要科技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均是基础研究强国，基础研究布局时间较早、投入水平较高。近年来，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在支持基础研究发展方面尤为积极主动，且各有侧重与特点，通过梳理这些国家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做法，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共性特征。
3.1  多学科、多领域组织攻关模式
在学科分化、交叉融合的背景下，多部门、多学科、多领域的研发模式有助于构建协同创新的基础研究网络，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如2016年，美国国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基础研究办公室（Basic Research Office，BRO）[17-18]推出实验室与大学合作项目，支持国防部实验室科学家与杰出大学学者、学生围绕应用数学、认知神经科学、工程生物学、新型工程材料、量子信息科学、制造科学等国防研究领域开展合作。2021年，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BEIS）发布《英国研发路线图》，提出将设立类似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的机构来促进英国开展多学科多领域的变革型研究[19]。无独有偶，韩国计划在2023年1月启动 K-DARPA计划[20]，同时设立基础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Basic Science，IBS）[21]，期望通过全新的组织攻关模式提升基础研究实力。
3.2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基础研究的选题来源主要分为两种：自上而下式，即以国家战略、使命及需求为导向，确定基础研究重点攻关方向，以及自下而上式，即以研究人员好奇心驱动，遴选研究前景好、原创性强的前瞻性选题。世界科技强国普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优先资助与国家战略目标相关领域，但同时也逐步加大对自下而上式研究的支持力度。例如，2015年美国颁布的第3版《美国创新战略》中，将创新性基础研究列为六大关键举措之一，并指出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是联邦研发投资的重点，要通过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维持美国长期竞争力[22]。日本科学技术厅（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JST）[23]将两种遴选方式比喻为“自行车前后轮”（缺一不可），因此设立专注于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计划，同时由日本文部科学省（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MEXT）与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JSPS）资助自下而上类自由探索类科研项目。21世纪以来，韩国十分重视基础研究投入，主要采用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方式，旨在提高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竞争力。近年来，韩国基础研究重点逐渐转移至提高通过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NRF）资助的自下而上型研究上。2019年，NRF的资助金额占韩国政府自主研究支出经费总额的1/4，其中用于自下而上、以兴趣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资助的金额大致等于花费在自上而下、以任务为导向的项目【表意不明】[20]。新加坡与韩国较为类似，均采取以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的方式。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24]采用应用启发式的基础研究（use-inspired basic research，UIBR），追求发现新知识和满足国家战略目标相统一，以期实现促进国家发展与基础研究的有机结合，同时推出了中央研究基金奖，促进以研究人员为主导、兴趣为导向的研究。
3.3  重视颠覆性、非共识项目资助
颠覆性项目是一旦实现突破即可改变现有规则的创新项目，往往孕育着潜在重大影响力，风险性更强、回报效益更大，更注重突破结果的变革性影响力[25]。非共识项目通常指的是，项目具有较强创新性，但因理论或方法非常规、技术路线或预期成果不确定等原因，在传统的项目评审中难以通过专家同行评议，无法获得资助[26]。1981年至今，日本科技厅稳定支持先进技术探索性研究项目，支持杰出学者探索有助于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高潜力技术，重点提倡开展新颖性、独创性和颠覆性较强的研究，即那些有可能改变科学的发展进程，或是在未来10年～15年内取得重大发现的研究，并非已有研究的延续拓展[27]。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AFOSR）和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AFRL）[28]联合推出太空大学研究项目，专注于支持太空部队开展高风险与高回报型基础研究，以促使AFRL掌握领先对手的颠覆性技术，提供长达5年、每年每项1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3.4  稳定宽松的人才成长氛围
基础研究的突破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感瞬发性，因此拥有创造性思维的科技人才是开展基础研究的核心要素。2016年，BRO[29]设立范内瓦·布什职员奖学金，以纪念基础研究倡导者范内瓦·布什，用于支持具有变革性影响潜力的基础研究，每项资助300万美元、5年为一期，使研究者不受约束地开展研究。英国国家科研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30]为帮助英国学术界培养世界级研究与创新领导者，投入9亿英镑成立未来领袖奖学金，重点支持具有杰出潜力的年轻学者，以支持其开展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并快速成长，截至2021年，全英国已有200多名研究员获得了资助，其中40%来自于非英国国民，该奖学金在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到英国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3.5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制度
基础研究天然具有高风险性、高不确定性以及高周期性，同时研究人员受到项目结题、职称评审等短期考评压力影响，导致评价基础研究成果时以出版物为代表的短期积累往往被视作评价基础研究人员重要的来源，忽视了对基础研究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价值以及对未来技术发展深远影响的考量。A*STAR[24]在评价基础研究时，仅将期刊出版物视为评价的基础，同时关注非学术产出，即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例如开发产品时产生的知识产权、合作伙伴关系、测试平台和原型等，评估方法上以定性评估为主，主要考虑知识新颖性、效用性、延续性、影响力以及合作与转化潜力等方面。
3.6  国际国内开放合作交流机制
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家间、地区间基础研究合作蓬勃发展，科技合作已成为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一条必要途径，世界各国围绕科技合作开展了诸多实践。以日本为例，为了加快日本战略基础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赢得国际科学界的理解与支持，JST[31-32]推出了双边研究项目、多边研究项目、其他类型活动共三大类别。双边研究计划主要包括国际联合研究项目与可持续发展科技研究伙伴项目，其中国际联合研究项目面向加拿大、中国、欧盟、以色列、俄罗斯、美国等14个重点国家/地区，可持续发展科技研究伙伴项目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在2008至2022年期间已与53个亚非拉国家开展了179个项目；多边研究项目包括聚焦东亚峰会成员国的e-ASIA联合研究项目[33]，2011年起面向11个欧洲国家的CONCERT-Japan项目[34]，以及围绕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贝尔蒙特论坛（Belmont Forum）[35]；其他类型活动除常规的学术访问、国际会议外，2014年JST[36]启动了“樱花科技计划”项目，邀请杰出年轻外国学者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体验日本前沿科技与文化。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叠加日趋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国际科技合作受到较大影响，来自国家内部各地区间的合作交流的重要性愈加凸显。2021年11月，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ED）[37]发表报告《回到基础研究：增强美国竞争力的研发投资计划》，其中建议利用国家公私合作的创新模式来促进新技术的创造，并将投资分散到不同地区、实体中，一方面加大与私营企业、当地大学和非盈利组织合作设计可行的研究项目，另一方面扩大研发投资至具有潜力的地区，将创新生态系统由波士顿、旧金山等沿海大都市地区拓展至美国其他地区。
4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4.1  组织攻关模式单一
一方面，世界科技强国均积极探索推进多方主体参与的组织模式，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企业等的合作交流，共同推进基础研究的协同创新，我国虽然强调推动产学研协作融通，但产学研合作仍存在观念浅薄、层次不高、深度不够的问题，未较好地利用多主体的创新优势，对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作用较弱[38]。另一方面，目前基础研究的创新与进步日益依赖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任务较为艰巨，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是实现跨越发展的基础[39]，世界科技强国均明确强调加强对相关交叉领域的投入力度，相较而言，我国缺乏对交叉领域的细化政策研究、对交叉科学研究的有效评审机制[40]，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基础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4.2  好奇心驱动的研究项目布局不足
世界科技强国均针对基础研究项目的来源主要是由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探知欲所驱动，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选题模式，同时加大对自下而上选题模式的扶持力度。据统计，2021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资助经费占科学基金总经费的35.4%，且面上项目经费占比近年来连续降低[41]。这表明我国目前基础研究的选题来源仍然以国家导向及任务牵引导向为主的使命性驱动，而非科研人才个人的动力所驱，导致基础研究选题和布局的自主性、独创性不强，缺乏自由探索，不利于科研人才能力的发挥与利用，阻碍基础研究的长足发展[38]。
4.3  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组织管理匮乏
世界科技强国均提倡开展颠覆性项目与非共识项目的基础研究，重视对这两类项目的审核与支持工作，我国虽强调加大对颠覆性项目的投入、推动颠覆性创新成果的产生，但目前项目组织管理不完善，同行评议制度欠缺，同时大家具备一定的“共识悖论”，这使得非共识与颠覆性项目在评审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不利于具备潜力且创新性强的基础研究项目的诞生[42]。并且，目前我国五大类科研项目体系中，仍缺乏对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的布局、识别与举荐[43]。
4.4  人才发展环境受限
通过政策解读发现，世界科技强国均已形成长期宽松稳定的人才成长环境支撑人才开展富有创新力的基础研究，而当下我国基础研究科研人才匮乏，人才引进渠道狭窄，发展前景仍不够明朗。虽然我国目前强调建立健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机制、加大力度实施青年科学家长期项目，但缺乏对于科研人才未来发展空间的明晰规划及完善的人才相关配套管理制度；同时，严格的硬性指标考核方式使得科研人才急功近利、研发创新动力不足，对于基础研究而言，投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特点使其推进及创新需要相对包容宽松的人才环境呵护，如此才有利于基础研究人才的成长、流动和利用[44]。此外，目前我国虽已出台一系列人才培养发展政策，但是仍存在落实不到位、精准性不高、联动性不强等问题，仍需精细化发展[45]。
4.5  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
目前，世界科技强国在评价基础研究时尝试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结合，考虑基础研究项目的潜在性及延续性特征，但我国对基础研究项目的考核评价机制仍以定量为主，往往以出版物质量、数量作为典型成果开展评价，“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依旧存在[46]。同时，我国针对基础研究评价与应用研究评价的区分差异度不大，针对不同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人才同样缺乏科学合理的分类与评价机制[46]。
4.6  开放合作交流受阻
世界科技强国在基础研究的开放合作交流方面已开展诸多探索，其模式因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影响，多由国际合作转向国内合作[47]。目前，我国开放合作交流受阻原因主要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抓手推动，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间主导性不强、投入不足；同时，基础研究科研工作各地域间联系不紧密，研究仅限于在特定地域内开展合作，互补性研究合作缺乏，对内开放共享不足使得地域间存在信息壁垒，从而影响基础研究的全面均衡发展[48]。
5  加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建议
5.1  强化多学科和多领域的建制化攻关组织模式
统筹发挥我国在多学科、多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建制化、体系化综合优势，各地区科研院所和领军企业应强化探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验室协同攻关机制，联合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类重点实验室开展研究目标、考核指标、实施方案、技术路线等事项的统一规划，根据各自职能及在创新链上的不同定位，有序分工并加强进度协调与信息共享，增强上下游实验室的协作效能。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高校、科研院所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研究攻关中的中坚作用，有效激发跨学科、跨领域科研团队紧密配合，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取得重要进展与突破。
5.2  设置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项目
受制于资金、资源等，我国当前的基础研究资助仍然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对于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缺乏足够支持。从长远角度来看，应重点支持科学家自主选题的“零基础”、非延续性、开创性、面向未来的课题，特别是具有潜力开辟一个全新方向、世界上绝无仅有、一旦成功就会引领一个全新领域发展的课题。
5.3  建立面向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的新管理机制
颠覆性技术拥有“改变游戏规则”巨大潜力，在被识别之前往往不被认同、理解。徐匡迪院士指出，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在当前的评审制度下，专家们坐在一起投票，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49]。因此，要想在未来10年～20年在某些领域占据全球引领地位，只靠现有的规划和自上而下的项目布局还远远不够，我国亟需探索设计快速启动、灵活管理的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组织管理体制，作为现有项目体系的关键补充。具体做法上，针对此类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应设置非共识与颠覆性项目风险基金，建立项目预研、分阶段支持、后补助等机制，推进非共识项目快速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并确立允许失败的稳定的项目终止机制。
5.4  营造长期稳定宽松的基础研究人才成长氛围
基础研究不同于其他类型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选对合适的研究者并给予充分的尊重与包容才有助于研究的开展。我国应持续培育一定规模的思想型人才，通过建立以人才为中心的支持体系、以人才成长为主线的培养思路，摒弃急功近利的考核观念，实施宽松、长周期考核机制，摒弃“朝种夕割式”的用人观念，为孕育科学大师提供良好土壤。一方面，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结合各地区情况配套合适的薪资福利、住房、子女教育、科研经费条件、宽松考核要求，增强对全球范围内高水平基础研究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鼓励基础研究强校从本科生中遴选一批有科学梦想的孩子，实施本硕博连读培养方案，提供稳定的升学、就业和科研支持，持续造就一批批、一代代追求科学真理梦想的基础科学人才。
5.5  探索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考核评价制度
坚持破立并举，针对基础研究规律立新规。基础研究的自身特点决定其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往往无法直接转化为经济收益，因此可考察评价对象的学术贡献、内在质量与未来效益。首先，坚持以同行评议为主的方式评价基础研究成果，鼓励国际小同行评议，实行以定性评价为主、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其次，实行基础研究分类评价制度，基础研究项目评价其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新规律的原创价值，应用基础研究项目评价其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中关键科学问题的应用效能。第三，施行正向评价，即对非共识和不确定项目和成果的评估工作应以发行其正面价值、发展前景、突破潜力为主，对存在的不确定性、瑕疵不作为主要衡量依据。第四，考核评审方式由硬性数量指标考核向柔性化发展，项目结题时除了包括参与者、活动和研究成果、出版物和产出以外，增加对延续性和贡献度等长远、隐性研究价值的考察，鼓励更多人从事科学事业，扩大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可。
5.6  完善开放合作机制，开展地区专家资源库建设
高校院所、领军企业聚焦自身区位优势，积极拓展基础研究项目在各地区的合作，通过建立紧密的合作机制、着力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政策层面、研究层面、资源层面的良好互动与合作。汇集各地高校、研究所、行业部门及骨干企业专家，建立地区专家资源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吸引各地专家开展资源共享活动，提升各地区在项目申请、项目评审、技术攻关中的竞争优势，扩大学术交流、学科融合、协同创新中的质量成效。基于地区专家资源库遴选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探索的关键人才，支持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6  结论
增强基础研究竞争力、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并非一朝一夕，也无法一蹴而就，需要统筹实施体制机制、人才队伍、组织模式、开放合作、科研生态等各方面改革举措，在遵循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发展。本研究基于对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实践、我国基础研究相关政策的梳理归纳，提出了6条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政策建议。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政策建议并非孤立的，也并非拿来即用的，而是原则性的、策略性的建议和考虑，在具体实施或执行时，需要与整体科技政策体系相融合，应充分结合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将这些建议体现在具体的政策文本和实施方案中，最终助力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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